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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娟等：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
——来自 CFPS数据的验证

赵立娟，赵青青，红 花
（内蒙古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内蒙古农村牧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地，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

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

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

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

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

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

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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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农地流转为何持续发生？被广泛认可的解释为：一是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农地流转来构建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土地分割零碎和超小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二是部分农民耕种土地的收益较

低，导致经营积极性不高，巨大的城乡福利差距也使农民比较向往城市生活。因此，许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城

务工或经商，把闲置的耕地进行流转。而我国实施的一系列“三农”政策及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等重

要会议均给予农地流转前所未有的关注，自 2012年起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土地流转问题作出了

具体部署，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对这一议题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强势推动下，农地流转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了 5.3亿亩，与 2017年相比，增加

了 3.5个百分点。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必将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土地流转对农民家庭

的影响，建立在农户的生计决策基础上，而生计资本是这一家庭决策的根基。农地流转后农民能否在新的环

境中助力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摆脱家庭总体福利下降的罗网，生计资本的考量是关键。因此，本文利用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 2018年两期追踪调查数据配对构造的面板数据，借鉴可持续生计分析框

架，通过 DID模型和 OLS模型对农地转出与农户生计资本的关系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进行再检验，试图为农

地转出的生计效应研究提供新的证据，并为政府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供一些实证参考依据。

农地流转是被寄予厚望能有效配置土地要素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边际产出拉平、交易收益和帕累托效

应，可以很好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Besley，1995；Feng和 Heerink，2008）。已

有文献指出土地流转会促进交易双方福利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土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应有效提高了经济

效率（Vranken和 Swinnen，2006），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杨钢桥等，2018；Jin，2009），完善了农地制

度，达到了增产、增收、增效的目的（冒佩华等，2015）；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户对农地的投入，促进了农业结

构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夏玉莲和匡远配，2015）。农地转出户可以获得非农收入、土地转出收入和种粮直补

等补贴，规避了农业经营风险，且消费水平整体也高于非流转农户（胡霞和丁浩，2018）。长期来看，土地流转

不但可以保障粮食安全（Bardhan et al，2014），也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对基础设施、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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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金融保险服务等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Kemper et al，2015；司瑞石等，2018）。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

见，指出农地流转并不能提升农户福利水平，反而降低了其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导致生计状

况恶化（Vidya et al，2011；王珊等，2014）；还有研究发现农地流转短期内有助于农户福利的提升，长期来看，

会对其生计产生一定的威胁，如政府主导的农地流转，后期可能会出现管制不当，造成新的不公平而限制人

力资本水平较低家庭的福利改进（翟黎明等，2017）。同时也会因非农就业机会、农民自身限制、社会保障不

完善等因素导致低就业率、歧视性待遇、贫困、土地收益非稳定性等多种问题，造成农户生计的不可持续性

（郎大鹏，2018）。近年来随着可持续生计方法的广泛应用，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土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状况之间

的关系，文献主要集中于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产生的影响（朱建军等，2018；蔡洁

等，2017），以及农地转出后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和发展困境上（熊红军，2017）。

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一是既有研究中部分数据来自于农户对流转前相关信息的回

忆，质量很难保证。同时研究对象缺少农地转出前后的纵向和农地转出户与非转出户的横向综合对比研究；

二是基于 DID及 OLS两种方法，共同识别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之影响，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

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剔除宏观社会环境的共性作用，更有效地控制了其他共时性和异质性因素所带来的

估计结果偏差问题，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三是运用样本量较大和覆盖范围较广的 CFPS数据，探讨农地转

出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

二、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说

伴随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生计问题的持续关注，一系列实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应时而生，其中英国国

际发展部（DFID）所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得到了广泛采纳，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理论基础。该框架探

讨了在相关因素所致的特定风险背景下，农户凭借生计资本禀赋，如何运用多种生计策略通过结构和过程的

转变，最终实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生计资本在这一框架中处于核心位置，包括自然、人力、物质、金融和社

会资本 5部分。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行为除与传统的 5维度生计资本密切相关外，还与农户对未来

生活的心理期望、改善生活的意愿有关（赵立娟等，2019）。因此，本文在 DFID原生计资本框架上增加了心理

资本，将生计资本 5边形扩展为 6边形，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朱建军等，2018；Walelign et al，2017），结合当

前我国农地流转的实际情况，设定了农户生计资本的量化指标体系（表 1）。

表 1 农户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赋值及权重

资本类型

自然资本（N）

物质资本（M）

金融资本（F）

人力资本（H）

社会资本（S）

心理资本（P）
生计资本（W）

测量指标

耕种土地规模（亩）

耕地质量

水源

住房情况

农用机械价值（万元）

耐用消费品价值（万元）

净资产（万元）

金融产品

家庭信贷（万元）

商业保险支出（万元）

家庭劳动力（人）

受教育水平（年）

健康状况

教育支出（元）

人情彩礼支出（元）

社会地位

邻居帮助程度

生活满意度

未来信心程度

W=N+M+F+H+S+P

赋值方法

＜1=1；≥1~5=2；≥5~10=3；≥10~30=4；≥30~50=5；≥50=6
很差-1-2-3-4-5→很好

井水、江河湖水=0；自来水、纯净水、过滤水=1
按住房类型、拥挤程度及住房价值综合赋值

＜0.1=1；≥0.1~0.5=2；≥0.5~1=3；≥1~3=4；≥3~5=5；≥5=6
＜0.5=1；≥0.5~1=2；≥1~3=3；≥3~5=4；≥5~10=5；≥10=6
＜0.5=1；≥0.5~1=2；≥1~3=3；≥3~5=4；≥5~10=5；≥10=6

是否持有金融产品：是=1；否=0
＜0.5=1；≥0.5~1=2；≥1~3=3；≥3~5=4；≥5~10=5；≥10=6

＜0.1=1；≥0.1~0.3=2；≥0.3~0.5=3；≥0.5~1=4；≥1~2=5；≥2=6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赋值：很差-1-2-3-4-5→很好

＜0.1=1；≥0.1~0.3=2；≥0.3~0.5=3；≥0.5~1=4；≥1~2=5；≥2=6
＜0.1=1；≥0.1~0.3=2；≥0.3~0.5=3；≥0.5~1=4；≥1~2=5；≥2=6
您家在本地的社会地位赋值：很低-1-2-3-4-5→很高

一定没有=1；可能没有=2；说不准=3；可能有=4；一定有=5
很不满意-1-2-3-4-5→非常满意

很没信心-1-2-3-4-5→很有信心

权重

0.368
0.452
0.179
0.583
0.140
0.277
0.344
0.162
0.343
0.151
0.257
0.242
0.269
0.232
0.343
0.225
0.432
0.552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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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性经济人，为追求最有利生计结果，农户会充分利用有限资源选择相宜的生计策略，通过各类生

计资本禀赋的合理配置实现家庭收益的帕累托最优。生计资本组合及配置决定了生计策略类型，导致某种

生计结果，生计结果最终又会反过来影响生计资本的性质与状况（李树茁等，2017）。可持续生计实则为生计

资本、生计过程和生计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循环往复的过程，某一阶段的结果又成为下一阶段的生计资本

（张银银等，2017）。生计资本是家庭福祉的关键影响因素，更是优化生计组合降低脆弱性的重要资源。作为

自然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土地一直都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转出必会“打乱”原有的生计系统，导致

生计资本格局发生改变。那么，农地转出会给农户的生计资本带来怎样的改变呢？自然资本的损失首当其

冲，源于耕种土地规模的缩减，且转出规模越大自然资本下降越明显。与农业经营有关的物质资本，如农用

机械等生产性工具也会间接受到牵连。耕地转出虽减少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但农地资产价值的显化却又

带来了财产性收入——流转费用的径直增加，且转出规模越大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就会越高（王象永等，

2015）。自然资本的降低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和进行非农生产的可能性（仲俊涛等，2015），非农部门的工资

性收入往往较高，加之土地生存保障功能弱化加大了农民对商业保险的思考，提高了金融资本的可及性（宋

璐和李树茁，2017）。农民调整就业结构的可能性及向报酬更高的非农领域转移劳动力占比会随转出规模比

例提升而变大，优化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很好的增收效应。伴随收入提高而来的是消费需

求的升级，农民会加大在住房、耐用消费品、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投资，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增加。自身资源禀

赋及能力的提高，增加了农地转出家庭对未来生活向好发展的信心与勇气，心理资本水平随之强化。长期来

看，资源配置、就业结构及居住空间等变化将会

改变农民所构建的已有社会关系网络（蔡洁等，

2018），具体影响机制如图 1所示。本质上来说，

只有转出耕地后的总生计资本水平高于转出

前，农户才会作出转出农地这一决策。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农地转出行为会对

农户的物质、金融、人力、心理及总生计资本产

生正向影响，而对其自然和社会资本则产生负

向影响，农地转出规模越大相应效果就会越明

显，下面将基于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检验上述

研究假说。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根据研究所需，选用 2014年和 2018年两期通过家

庭 ID匹配所构造的面板数据。为获得较高质量的研究结果，特别对数据进行了有效筛选。首先将样本中城

市家庭数据全部剔除，仅保留具有农村户籍的家庭；其次，由于研究所用 DID模型对数据要求极为严格，所以

只能保留那些跟踪调查且进入“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处理组”指那些 2014年没有转出耕地，而 2018
年转出耕地的农户——农地转出户。而“对照组”是指 2014年和 2018年均没有转出耕地的农户——非转出

户。最后，将回答问题不满 20岁、电话访问、拒绝回答或对一些重要变量不知情的问卷删掉。经过上述处理

后，本文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为 3434个，其中，农地转出户 1137户，非转出户 2297户。

（二）农户生计资本指标设定与测算方法
1. 生计资本的指标选取

自然资本指生计的资源流及相关的服务。选择耕种土地规模、耕地质量和饮用水源 3个指标来衡量，需

要说明的是，本文设计了农户耕种土地规模和耕地质量两个指标，耕种土地规模反映农地转出前后农户耕种

土地面积的变化情况，2012年的 CFPS数据里提供了农户从集体分配到的耕地亩数，但由于我国规定耕地的

承包期限一般是 30年不变的。因此，2014年和 2018年的数据里没有再提供这一数据。为研究所需，这里将

以 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减去农户出租的耕地亩数（出租土地所得租金/当地出租土地的亩均价格），依次得

到 2014年和 2018年农户家庭耕种土地的规模，虽然这一数据并不一定精准，但大体上可以代表农户耕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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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地转出对生计资本影响的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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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规模情况。耕地质量指标反映耕地资源的产出效率，借鉴 Carletto et al（2013）的研究成果，使用土地面

积农作物年均纯利润来表示，并以此为基础采用李克特 5分量表进行测量。物质资本指家庭中长期存在的

生产物资形式。采用住房、农用机械及耐用消费品 3个指标来测算。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在生产和消费过程

中所需要的积累和流动。选择净资产、是否持有金融产品、家庭信贷及商业保险 4个指标进行量算。人力资

本是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状况的集合，包括 4个具体的指标，即家庭劳动力、成年人受教育水平、教育支出

及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在组织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价值，主要包括人情彩礼支出、社会地位

及邻居帮助 3个方面。心理资本指农户在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包括对现有生活的心理感受、

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及遇到困难时的乐观度等方面。选择农户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2个指标

来表征其心理资本。

2. 生计资本的测算

为 6种生计资本赋予不同的权重是定量测算的第一步。为使结果更加科学可信，通过综合集成赋权法

确定研究指标的权重，即采用专家咨询和熵值法分别求出指标的主客观权重，然后将两者进行加权平均作为

研究指标的最终权重，具体结果见表 1。在此基础上，各单项指标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统一量纲得到其标

准化值，将标准化的数据与各指标对应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各项生计资本的具体取值：

LC =∑
j = 1

n

wij r ij （1）
其中：LC表示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的指标值；rij表示各项具体测算指标的标准化值；wij表示各项具体测算指

标的权重；j表示第 j项生计资本指标；n表示分项生计资本数量。

（三）分析方法

1. 倍差模型

土地流转是政府在农村所进行的一项“准自然实验”，而倍差法是在各类改革项目评估中比较常用的实

证分析方法。首先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一组是处理组，即受政策变化之影响的农地转出户；另一组是对照

组，即不受政策变化之影响的非转出户。然后根据两组农户的相关信息，计算处理组在农地转出前后某项生

计资本值的差异，同时计算对照组在农地转出前后同一生计资本值的变化量，得到双重差分估计量，即上述

两个变量的差值，即农地转出对生计资本增加的净效应。实证分析所用的简单模型为

Y = β0 + α 0T + β1dB + α 1TdB + ε （2）
其中：Y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值；T为时间虚拟变量，T=0表示转出前，T=1表示转出后；

dB为组别虚拟变量，dB=0表示对照组，dB=1表示处理组。TdB表示 T和 dB的交叉项，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

解释变量，表示农地转出所带来的净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特选择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Yit = β0 + α 0Tt + β1dBi + α 1TtdBi + θXit + εt + μit （3）
其中：i表示农户个体；t表示时期；Yit表示 i农户在 t时期的生计资本值；dBi为一个二值虚拟变量，衡量农户是

否参与农地转出；Tt表示样本数据是否来自农地转出后那个时期的虚拟变量；TtdBi表示 i农户在 t时期变量 T
和 dB的交叉项；Xit表示一组可观测的且不随时间变化或随时间同等变化的影响生计资本水平的控制变量，

包含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当地特征等因素；μit表示模型的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运用 DID模型时，需要满足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即处理组和对照组须具有共同趋势，也就是农地转出

户和非转出户除在农地转出上的差异外，在其他方面应该尽可能相似。如果两类农户间差异较大，那么将会

导致 DID模型估计结果的有偏。同时，一些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也可能会引起农户生计资

本的变化。因此直接进行对比分析可能会导致异质性偏差。为解除倍差模型存在的隐患，这里采取了更具

优势的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来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以确保 DID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2. OLS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农地转出家庭中，耕地转出规模对生计资本的实际影响和作用机制，作为 DID模型的补

充，并验证倍差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形成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Yi = α 0 + α 1 scalei + βXi + ε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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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表示第 i户转出户家庭的生计资本值；核心解释变量 scalei表示 农地转出规模，由于不同家庭人口数

量不同，分得的土地数量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单纯用农地转出面积来代表耕地转出规模，会造成一定误差。

所以用农地转出率来测度农民家庭转出耕地情况，即农地转出规模占家庭总承包耕地规模的比例，该变量能

有效衡量农地转出的相对规模。Xi 表示一组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的控制变量；εi表示随机扰动项。因所用数

据为截面数据，且被解释变量及核心解释变量均是一个在正值域上连续的变量，故采用 OLS模型来检验农地

转出规模对生计资本的影响。

（四）变量设定
研究总体上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农户的生计资本值进行测算；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分

析生计资本水平与农地转出与否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耕地转出规模对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在第二阶段

的第一步中，被解释变量为第一阶段的最终产出即各类生计资本值。核心解释变量为转出耕地与否，其他控

制变量为户主或农户其他相关变量；第二阶段第二步中，选取农地转出家庭的样本进行讨论，被解释变量依

然为农户的 6种生计资本值，解释变量选择家庭转出耕地规模及其他控制变量。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

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值；核心解释变量为农地转出变量，包括农地转出与否及农地转出规模两个变量；控制

变量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非农活动、商业中心距离及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等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名称、赋值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分类

核心解释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农地转出与否

农地转出比例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

家庭规模

家庭非农活动

商业中心距离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定义

是否转出耕地：是=1，否=0
农地转出规模占家庭总承包耕地规模（%）

男性=1，女性=2
年龄（年）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家庭总人口数（人）

家里是否进行非农活动：是=1，否=0
所在村到市镇商业中心距离（分钟）

所在村户均年收入（万元）

均值

0.33
0.48
0.65
52.73
6.93
4.09
0.61
31.70
4.12

标准差

0.26
0.19
0.47
12.34
3.44
1.97
0.34
21.99
1.43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 3列出了农地转出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值的组内

均值差和组间均值差。由表 3可知，农地转出后，处理

组与对照组家庭的户均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

心理和生计资本总指数的双重差分值分别为-0.067、
0.027、0.034、0.020、-0.017、0.006和 0.003，初步得到农

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的物质、金融、人力、心理和生计资

本总指数的净影响为正，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生计资

本指数的净影响为负。从组内差异来看，与基期相

比，农地转出后对照组的生计资本指数提高了 0.163，
处理组提高了 0.166，处理组的生计资本指数增幅高于

对照组。从组间差异来看，农地转出前，处理组的生

计资本比对照组高出了 0.002，农地转出后，处理组的

生计资本比对照组高出了 0.005，由此可见，农地转出

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大于农地转出前。以上分

析结果仅为单因素的分析，未考虑流动性的其他影响

因素，不具备强有力的说服力。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将基于 DID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统计学

上检验两组数据差异的显著性。

表 3 农地转出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指数的组内和组间差异情况

生计资本指数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

总资本

转出前

转出后

组内差异

转出前

转出后

组内差异

转出前

转出后

组内差异

转出前

转出后

组内差异

转出前

转出后

组内差异

转出前

转出后

组内差异

转出前

转出后

组内差异

对照组

0.335
0.339
0.004
0.257
0.291
0.034
0.201
0.249
0.048
0.380
0.412
0.032
0.469
0.452
-0.017
0.621
0.683
0.062
2.263
2.426
0.163

处理组

0.301
0.238
-0.065
0.265
0.326
0.061
0.224
0.306
0.082
0.394
0.446
0.052
0.462
0.428
-0.034
0.619
0.687
0.068
2.265
2.431
0.166

组间差异

-0.034
-0.101
-0.067
0.008
0.035
0.027
0.023
0.057
0.034
0.014
0.034
0.020
-0.007
-0.024
-0.017
-0.002
0.004
0.006
0.002
0.005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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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地转出与否对生计资本的影响
1. 基本回归结果

表 4是运用式（2）并借助 Stata13.0所得

到的 DID基本回归结果：在不考虑其他控制

变量时，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的物资、金融、

人力、心理及总生计资本产生了正向影响。

且前 3项分别通过了 10%、1%和 10%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说明在控制时变和差异效应的

基础上，农地转出行为显著提升了农户的这

3种生计资本水平。而家庭自然和社会资本指数的 DID估计值为负，并在 1%和 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表明与非转出户相比，农地转出家庭的自然和社会资本指数降低了 0.061和 0.013，基本验证了前文的

研究假说。原因在于，一是自然资本水平降低的内在作用机理，即耕地禀赋持有减少直接所致，虽饮用水源

这一指标值略有提升，但增幅却不及耕地指标的下降幅度，导致自然资本水平整体下降；二是随农地转出家

庭收入的提高和部分农户搬迁城镇，刺激了他们对住房及耐用消费品的投资力度。统计显示，农地转出户的

住房和耐用品消费价值比非转出户的平均水平高 0.060和 0.061，提高了农户的物质资本水平；三是农地转出

后除收获流转租金外，农民还有机会获得农地合作经营的二次分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农民在耕地转出后

必定会迅速着手从事非农活动，带动了工资、经营及财产性收入的提高。生计活动转向非农领域，特别是进

行非农自营活动时需要大量资金，拉动了信贷活动的需求。失去土地保障后，农民需选择其他商业性保障方

式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故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会大幅度提高；四是为顺利解决转出户的就业问题，政府

部门提供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就业和岗前培训。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激发了农户对家庭教育的投资，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人力资本总量；五是农地转出户在“获得邻居帮助”和“当地的社会地位”这两项指标上的得分

明显偏低，直接拉低了社会资本水平。农村是以婚姻、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稳定的社会网络有

助于农户获取资金、情感和方法上的更多支持和帮助（胡江霞和文传浩，2017）。非转出户一直居住在自己熟

悉的村子，周围都是长期交往的亲人朋友，社会地位肯定要高于那些转出耕地并外出打工或搬迁城镇的刚刚

融入到新的社会网络中的农户。在遇到困难时能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必然会比转出户获得更多更好的支

持和帮助。

2. 引入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计量结果

表 5是运用式（3）所得到的引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农地转出与否依然降低了农户

的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提高了物质、金融、人力、心理及总生计资本的水平，遗憾的是，对心理资本与总生计

资本的影响依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同控制变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其中，户主年

龄对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总生计资本这 5个变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社会和心理资本具有正向影

响。户主性别对物质和人力资本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文化程度

对除自然资本外的 6项生计资本均产生了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说明一个家庭适应社会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与文化程度有很大关系，教育不仅对劳动力素质和价值观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家庭的财富积累、社会交往

和机遇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家庭规模对

除心理资本外的其他 6项生计资本的提高均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人口越多，分得

的耕地资源越多，耕地收入也就越高。家庭

规模越大，劳动力资源禀赋越高，不但有利

于实现土地的精耕细作，也使非农收入的获

取途径变广。收入高了，物质、人力和社会

资本自然会随之提高。是否进行非农活动

对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对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对物质和金融资本具有明显

表 4 基本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Tt
dBi
Tt dBi
R2

W
0.102*
0.009
0.008
0.015

N
-0.059
-0.080***
-0.061***
0.036

M
0.046***
0.043***
0.023*
0.191

F
0.079***
0.051**
0.037***
0.158

H
0.022***
0.019**
0.015*
0.172

S
-0.051*
-0.029
-0.013**
0.045

P
0.065***
0.005**
0.007
0.021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为 10%、5%和 1%。

表 5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TtdBi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文化程度

家庭规模

非农活动与否

商业中心距离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R2

W
0.007
-0.012*
0.008
0.158**
0.110***
0.010**
-0.003
0.029
0.032

N
-0.052*
-0.005***
0.006
0.021
0.062***
-0.032
-0.001
0.010
0.059

M
0.019**
-0.011***
-0.009**
0.041***
0.011***
0.023***
-0.001
0.009**
0.178

F
0.029**
-0.021***
0.000
0.043***
0.012***
0.035***
-0.002*
0.010***
0.125

H
0.016*
-0.001***
-0.010***
0.036***
0.014*
0.018***
-0.000*
0.001
0.146

S
-0.011**
0.024***
0.016***
0.012***
0.009**
-0.048*
0.002
-0.003
0.032

P
0.006
0.002
0.005
0.005***
0.002
0.014
-0.001
0.002
0.027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为 10%、5%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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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作用，到商业中心距离这一变量对物质和人力资本有着显著负向影响。

（三）农地转出规模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及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考察农地转出样本家庭中，耕地转出规模这一变量对生计资本水平的影响，OLS模型的估计结果

见表 6，从表 6可知，农地转出规模的增加对家庭自然和社会资本仍然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地转出比例

越大，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越低。而耕地转出规模的扩大则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其他

控制变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系数符号与以农地转出与否作为解释变量的估

计结果基本相似。户主年龄越大其家庭的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水平越低，相反社会资本水平却越高。户主

文化程度对家庭的物质、人力、社会和总生计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进行非农活动与否这一变量对农户

的自然、社会和心理资本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的扩大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则会提高农户的自

然、物质、金融及总生计资本水平，同时家庭规模的扩大也会提高农户的社会和心理资本水平。另外，距离商

业中心越近，农户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水平就会越高。

表 6 农地转出规模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农地转出率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文化程度

家庭规模

非农活动与否

商业中心距离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R2

W
0.010
-0.004*
0.008
0.019**
0.099*
0.012**
-0.001
0.012*
0.019

N
-0.094**
-0.004
-0.020
0.002
0.032*
-0.021**
0.003
0.005*
0.104

M
0.036*
-0.002***
-0.002
0.002**
0.017***
0.014
-0.001**
0.004**
0.129

F
0.041*
-0.003***
0.005
0.005
0.024***
0.025
-0.003
0.010***
0.112

H
0.021

-0.005***
0.011
0.004***
0.011**
0.009
-0.002*
-0.001
0.145

S
-0.007*
0.006***
0.016
0.004***
0.008*
-0.005*
0.002
-0.009
0.052

P
0.013
0.004
-0.002
0.002
0.007
-0.010**
-0.001
0.003
0.013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为 10%、5%和 1%。

上文 DID模型和 OLS模型的统计结果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符号总体上是一致的，从侧面验证了回

归结果的可靠性。但是，考虑到样本选择偏差及时间效应等问题，为确保 DID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进一

步采用核匹配和半径匹配两种方法，对农地转出行为与农户 6类生计资本间的关系计进行 PSM‐DID检验（表

7）。需要说明的是，PSM‐DID模型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能够采纳的匹配方法有很多。采取不同方法对模型进

行实证分析后，如获得的结果具有相同趋势，即可证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由表 7可知，

采用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非常相似，且 DID‐PSM和 DID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也比较接近，印证了前文

的统计描述和 DID模型分析结果的可信性。

表 7 匹配倍差模型（PSM‐DID）回归结果

方法

核匹配法

半径匹配法

解释变量

TtdBi
R2

TtdBi
R2

W
0.005
0.021
0.006
0.023

N
-0.043*
0.077
-0.045*
0.079

M
0.018**
0.144
0.016**
0.148

F
0.027*
0.136
0.026*
0.139

H
0.015*
0.133
0.016*
0.137

S
-0.013*
0.045
-0.012*
0.046

P
0.005
0.023
0.005
0.025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为 10%、5%和 1%；表中仅列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省略。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 CFPS的两期微观截面数据，采用 DID模型和 OLS模型探讨了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结

果表明：在控制时变和差异效应的基础上，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却对

其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

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其他家庭和社区特征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显示，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

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

启示。

首先，政府应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优质的非农职业技能和专项技能培训，确保农民在非农产业中有更多

的就业机会。农地转出家庭还要努力提升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确保优质择业和就业。同时，通过政策引导、

贷款扶持等方式鼓励农民自主创业，推动新农村建设。其次，鼓励转出户从土地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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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险为主转变。促进农村信贷供给的多元化服务，解决转出户资金短缺等问题，鼓励农户利用金融资本积

极拓宽增收渠道，实现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和生计的长远性。第三，增强农地转出户特别是进城务工、搬迁城

镇农户获得社会网络和资源的途径，提高其社会资本水平。多途径扩大转出户的社交范围，增强对新环境的

归属感及组织感，改善孤立与弱势的地位现状。第四，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避免非自

愿流转和被强制定价的情况出现，提高农地转出户的生活满意度。最后，鼓励生计资本水平高的家庭积极参

与土地流转活动，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的流转市场更加完善，持续发挥其资源配置效率，为农村

人口创造更多的分享市场化红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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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armland Renting‑out on the Farmers’’Livelihood Capital：：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FPS Data

Zhao Lijuan，Zhao Qingqing，Hong Hua
（College of Finance，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Inner Mongolia Rural Pastoral Area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Research Base，Hohhot 010070，China）
Abstract：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incom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land renting‐out and livelihood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revealing the ac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s of the existing land
transfer policies. Based on the rational screening of control variables and the calculation of the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level，
used the two panel data of CFPS，it employed the DID and OLS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armland renting‐out on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e farmland renting‐ou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a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f the peasant family，but 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ts materi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The changes i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rmers are not all due to the farmland renting‐out，but also by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the size of the family and the level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arger the scale of the farmland renting‐out，the higher the level of mater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of farmers，and the more obvious the decline of their na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herefore，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velihood of the farmland renting‐out family still has an adaptation process after the farmland transferred，and it needs to be
assisted in many way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family welfare.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and promoting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the farmland renting‐out households，and
reduc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livelihoods are proposed.
Keywords：rural household；land renting‐out；livelihood capital；D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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